
 

 

南北方古代民族融合途径及融合方式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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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北方古代民族的融合途径与融合方式有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明清以前，南方民族地区大致经历

汉族移民逐渐“夷化”的过程，少数民族自身也得到充实。明清时因汉族人口大量进入，融合倾向改变为

部分少数民族持续汉化，融合外来移民形成地方性汉族群体。北方民族地区在明清前后，基本趋势都是游

牧民族不断南下融入汉族，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大致经历持续“汉化”的过程。产生上述差异，

与南北方民族势力的形成及特点，南北方民族自身文化的差异，以及封建王朝施行的治策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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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途径以及融合方式，相比之下南北方地区有明显差异。为

便于比较，本文所说之南方地区，以包括今云南、贵州、两广的南部边疆地区为代表，所言

之北方地区，主要是指蒙古草原地区。 

大致说来，汉族与南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总的趋势是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成分逐渐壮

大，汉族与少数民族逐渐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融合的途径和方式并非是单一的。造成南

北方民族融合途径与融合方式的差别，有诸多方面的原因。 

一 

南部少数民族与南迁汉族人口的融合，经历了上千年的渐进过程。在封建社会的前半期，

南部边疆地区所以出现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的渐进性融合，首先是由于这两个部分长期在较

大的范围内相互杂居，互相影响。 

清代王夫之注意到在西南边疆当地夷人与外来汉人广泛杂居，彼此文化与习尚相互影

响的情形，他说： 

“玉门以西水西流，而不可合于中国，天地之势，即天地之情也。张骞恃其才力

强通之，固为乱天地之纪。而河西固邕、凉之余矣。若夫駹也、冉也、邛僰也、越嶲

也、滇也，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而非有駤戾冥顽不可向

迩者也。武帝之始，闻善马而远求耳，骞以此而逢其欲，亦未念及牂柯之可辟在内地

也。”
(1)[卷 3]

 

汉朝向西南夷地区（指今云南、贵州）移民，主要是为了巩固建立未久的边郡，大部

分移民居住郡县治地。汉晋时的南中大姓，主要分布在建宁、晋宁、朱提、牂柯和永昌诸

郡的治所与部分县治，李恢、朱褒、爨习、孟琰和孟获等有名的南中大姓，都是外地移民

的后裔。
(2)[P157]

南中大姓主要来自外地的移民，还可从考古材料得到证实。在今滇东北、滇

中、滇西和黔西等地的盆地，分布着不少古代的墓葬。这些因地表有高大的封土堆被称为

“梁堆”的古墓，是东汉以来南中大姓的墓葬己属定论。 



 

 

东汉至晋代南中地区（指今云南、贵州）出现的大姓，主要出自四川迁来的汉族移民，

其早期文化基本上属于汉族文化。另一方面，大姓又与居住地区的土著居民僰人建立密切

联系，文化上亦深受僰人影响。《华阳国志·南中志》：“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

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

与夷为姓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

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恃

此也。”
 ()[卷 4]

《三国志·张裔传》：大姓雍闓叛蜀举事之前，“假鬼教曰：‘张裔府君如瓠壶，

外虽泽而内实粗，杀之不可，缚与吴’。” 
(4)[卷 41]

雍闓把益州太守张裔比喻为外泽内粗的葫

芦，并借巫鬼教之名使众夷缚送至吴，由此可见雍闓不仅熟悉夷人的习俗，而且在夷人中

享有与巫鬼教领袖“鬼主”相当的权威。这一类情况表明，由于南中大姓居住在土著民族

占优势的地区，因此大姓有趋于“夷化”的倾向。 

西晋建立后，初期承袭蜀汉多方任用大姓为郡守县令的做法，不久在南中改行强硬的

镇压政策。在东晋和南朝无法控制南中混乱局面的情况下，大姓间也展开争夺和兼并，咸

康五年（339 年）前后，南中大姓仅剩下以爨琛、孟彦、霍彪为代表的爨、孟、霍等三家。

但争夺和兼并并未停止。孟、霍两家在争斗中最终玉石俱焚，剩下的爨氏大姓形式上仍奉

封建王朝为正朔，实际上掌握了南中地区的控制权。南北朝时期，由于今云贵地区与内地

的政治关系相当松弛，大姓融合僰人形成新的民族群体白蛮，白蛮基本上占据了云贵一带

的农业地区。 

今贵州地区的大姓，也有相当一部分源自汉族移民。从《华阳国志》的记载来看，他

们与南中大姓在来源方面并无不同。宋代贵州北部仍有一些大姓。近年在贵州发现的宋墓，

大约以乌江为界分成两种类型，1957 年发掘的遵义杨粲墓是乌江北岸宋墓的代表
(5)
 类似风

格的宋墓在遵义地区的桐梓、遵义、绥阳、湄潭等地也有发现。这些情形反映了如下史实：

隋唐至两宋时期，在今云南、贵州地区，汉族与土著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是比较普遍的，这

种渐进性的融合，为白蛮等本地民族发展到更高水平奠定了基础。 

秦汉以来主要居住在云贵平坦地带的僰人，在不断吸收外来汉族人口和经济文化发展

较快的情况下，于南北朝时形成新的民族群体白蛮。南北朝时滇东白蛮的实际统治者是爨

氏大姓，因此这一地区的白蛮又称为“爨氏白蛮”。白蛮的经济文化的水平比僰人要高得多，

白蛮是更高层次上的本地民族，其中最活跃和最先进的的部分，当由汉族移民的后裔嬗变

而来。南北朝后半期白蛮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大姓和其他汉族移民已彻底消失，事实上在

白蛮形成之后，大姓的传人和影响通过新的形式，在云贵地区继续发挥核心的作用。 

岭南地区的情况与云贵地区颇为相似。 

南朝时期，岭南地区的俚僚和乌浒等百越后裔，形成了一些以村或洞的形式聚族而居

的大部落，其中一些具有政治与军事联盟的性质。这些大部落的首领称为“酋豪”、“洞主”

或“豪帅”，具有很大的权势和号召力，这些首领还经常获得封建王朝授与的官职和赐给的

爵位。这些大部落的代表人物，有一些已成为豪族大姓。从历史记载来看，岭南地区的豪

族大姓，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封建王朝遣镇边疆的官吏和军将及其后裔发展而来。他们在边

疆地区镇守既久，遂落籍当地并实现本土化，在融合一部分土著民族以后，演衍为雄据一

方的豪族大姓。 

隋唐两宋时期，岭南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十分明显，其中又以迁入的汉族人口与当地土

著民族的融合影响最大，融合面也最为广泛。自南北朝后期以来，有不少内地人口通过各

种途径迁入岭南地区，他们主要定居在交通沿线和农业有一定基础的区域，天长日久，逐

渐被当地的俚僚等边疆民族所融合。隋唐时在岭南出现了一些威霸一方的豪族大姓，这些

地方豪强多称自己的祖先来自内地，或有内地汉人的血统，其中或有伪托取重的情形，但



 

 

也并非全无根据。兹举南朝至隋代的冼夫人及其家族为例。 

晋代高凉郡豪族冼氏，“世为南越首领，部落十余万家”。后被隋朝封为谯国夫人的冼

氏之女，于梁时嫁与罗州刺史冯融子高凉郡太守冯宝为妻，冯融“本北燕苗裔”，为汉化的

北燕人，冼氏与冯宝结合后深受内地文化的浸染。冯宝死后，岭南动乱，“冼夫人怀集百越，

数州晏然。”冼夫人的节操被其孙冯盎所继承。隋末冯盎任汉阳太守，据有岭南二十州之地，

有人劝其自立为南越王，冯盎说：“吾家居此五世矣，为牧伯者不出吾门，富贵极矣，常惧

不克负荷，为先人羞，敢效赵佗自王一方乎！”遂降于唐。
(10)[卷 190]

 冼夫人出来视事后，先

后得到梁、陈和隋诸朝统治者的支持。冼氏不仅控制今广东和海南等地，今广西的一些豪

帅也听其节制。冼氏配合隋军平定番禺俚帅王仲宣的反叛后，苍梧、梁化、籐州的越族首

领“皆来参谒”，冼夫人令归统率其部落，“岭南悉定。”作为岭南影响最大的冼氏家族的代

表人物，冼夫人坚定地奉南朝的梁、陈政权和隋朝为正朔，拥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割

据，主张各民族和睦相处。 

冼氏家族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有关记载可知，岭南的豪族大姓并不都是纯正

的越族，一些豪族通过联姻与汉族官吏或移民上层相结合，其后代有部分的汉族血统，同

时受到汉族封建文化很深的影响。例如：冼氏本是岭南的俚人，以后嫁给落籍岭南三代以

上彻底汉化的北燕贵族高凉太守冯宝。冼夫人所具有的以封建王朝为正统，忠贞报国和忠

孝必得好报等意识，显然带有封建道德观念影响的痕迹。南北朝至隋代，见于记载岭南的

豪族大姓多为汉姓，如：俚帅李贲，桂州俚帅李光仕和弟李光略、李光度，渠帅李大檀，

岭南俚帅李世贡，交州俚帅李佛子，番禺俚帅王仲宣，桂州人李世贤，苍梧首领陈坦，岗

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罗州庞靖等。以上豪族大姓之所以多为汉姓，固然不能排除岭南

越族因仰慕汉文化有改为汉姓的可能，但也说明这些豪族大姓可能或多或少带有汉人的血

统，甚至有的豪族大姓即由落籍岭南的汉族移民或镇吏戍将发展而来。 

隋唐时期，南方僚族中一部分称为“西原蛮”，西原蛮由于主要聚居在唐代的西原州而

得名。西原蛮的一部分因首领姓黄，又被称为“黄洞蛮”。西原蛮广泛分布在广州、容州以

南，邕州、桂州以西的地区。据《新唐书·西原蛮传》：隋代西原蛮中出现了宁氏、黄氏、

韦氏、周氏、依氏等大部落酋长，其中以宁氏的势力最为显赫。宁氏以今钦州地区为主要

居住地，自恃兵威据有一方。其代表人物宁逵于萧梁时任南定州刺史，其子宁猛力于陈末

出任宋寿郡刺史，另一子宁睻则控制了合浦的大廉洞地区。宁猛力以后归附隋朝，出任安

州刺史，其子亦袭其职。宁猛力的曾孙宁道务，于唐天宝年间先后任龙州、爱州和郁林州

州牧，
(6)[卷 222]

可见其家族传袭之远。1977 年和 1981 年，考古工作者对钦州的宁氏家族墓群

进行发掘，初步揭示了这一墓群的主要内涵。
(7)
 这批墓的的年代为隋代和初唐，墓的形制

与随葬器物与同时代各地汉族的墓葬基本相同。 

二 

秦汉以来西南夷地区以白蛮为代表、岭南地区以俚僚为代表强大少数民族的崛起，有

十分复杂的地理环境、社会发展和历史积淀等方面的原因。除上面所说的因素外，云贵、

岭南等边疆地区远离内地，封建王朝难以驾驭，同时受历代重北轻南治边传统的影响，封

建王朝对南部边疆地区多遥相羁縻，也是造成白蛮、俚僚等少数民族有可能吸收汉族移民、

乃至融合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元明王朝加强对边疆地区控制之前，南部边疆地区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封建王

朝任命镇守边疆地区的官吏，日久便易与地方豪强结合，形成盘据一方的地方势力。这种

情形的出现，固然有封建统治鞭长莫及、难以控制边疆地区，以及所任命的地方官吏有相

当一部分未能及时调迁等原因，但究其根源，乃是封建王朝授予南部边疆地方官吏视事以

灵活处置之权，由此构成汉至宋代所实行“羁縻之制”的基本内容。封建王朝实行“羁縻



 

 

之制”属不得已而为之，客观上亦有效，但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 

在今云贵地区，南中大姓得以崛起，多数是凭借以夷汉部曲为基础的家族势力以及与

官府结交而形成的权势。汉初雍闓、吕凯的先人自四川迁入西南夷地区时，带来众多的族

人、家丁和奴仆，俨然是一方豪强。大姓霍氏自蜀汉起世镇南中，所辖军士和受其控制的

夷人逐渐演变为依附于霍氏的夷汉部曲，这些人具有家奴和农奴的双重身份，对大姓有很

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由于封建王朝在南中边郡实行“羁縻之治”，也因为南中大姓与地方官

府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统治者对南中大姓大致是采取笼络和宽松治之的政策。大姓

获罪官府多从轻发落，以收羁縻之效。据《三国志·李恢传》：刘璋治蜀时，建伶令爨习犯

法，姻亲李恢当连坐免官，但因爨习是“方土大姓”，太守董和遂“寝而未许”。封建统治

者对南中大姓经常纵容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两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大致是一些

孤立的统治据点，宛如若干岛屿被周围的湖水所包围。对郡县官府来说，居住在郡县治地

的汉族移民尤其是颇有势力的大姓，自然是必须依靠的重要力量。 

元明以前，历代镇守南部边疆地区的官吏，逐渐蜕变为地方势力或与地方豪强结合割

据一方的事例，可说是不胜枚举。以岭南地区为例。 

东汉末年，岭南地区被官吏士燮兄弟所控制。士燮本苍梧广信人，王莽时其祖避乱交

州，六世至士燮父赐，恒帝时为日南郡太守，死后士燮举茂才致仕，升任交趾郡太守。东

汉末年天下纷纷，士燮奏准以诸弟分别任合浦郡太守、九真郡太守和南海郡太守，后又以

士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士燮兄弟在交州权势极盛，“并为列郡，

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建安十五年（210 年），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

到交州就任。孙权封士燮为左将军，子弟皆拜为中郎将，后又以士燮为卫将军，封龙编侯。

士燮对孙权虽甚恭敬，进贡土产“无岁不至”，但岭南的实际统治权仍操在士燮家族手中。

黄武五年（226 年）士燮病死。孙权于岭南分合浦以北为广州，辖南海、苍梧、郁林等三郡，

任命吕岱为刺史，以南地区为交州，统交趾、日南、九真、合浦等四郡，以戴良为刺史，

并遣陈时任交趾郡太守。
(8)[卷 15]

 士燮家族在岭南的势力才被彻底铲除。 

南朝时期，中原王朝于岭南鞭长莫及的情形变本加厉。建元元年（479 年），齐高帝颁

诏：“曲赦交州部内李叔献一人即抚南土，文武详才选用。并遣大使宣扬朝恩。”
 (9)[卷 2]

萧齐

曲赦交州一人委以统治岭南重任的情况，南朝时虽不多见，但由此可窥知南朝于岭南的统

治已属绠短汲深及力不从心，因此《南齐书·州郡志》说：“（岭南）尉他余基，亦有霸迹。”

陈朝时，朝廷以欧阳頠为镇南将军、平越中郎将和广州刺史，其弟欧阳盛为交州刺史，次

弟欧阳邃为衡州刺史，“合门显贵，名振南土。”岭南地区事实上被欧阳頠兄弟所控制。 

由于对南部边疆地区的控制常感鞭长莫及，也由于朝廷任命的官吏多不愿到遥远的南

部边疆就任，一些封建王朝诸如唐朝，遂实行就地选官任用的制度。因受条件限制，朝廷

就地选官时不得不降低选拔的标准，而且选用的首先是当地籍人士。唐朝在今贵州、广西、

越南北部普遍实行这一制度。据《资治通鉴》：“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

记资量劳而拟官，……其黔中、岭南、闽中州县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选择土人补授。”敕：

“桂、广、交、黔等都督府，比来注拟土人，简择未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正官充

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拟。”时人谓其法为“南选”。
(10)[卷 201]

 唐朝的“南选”之法为宋朝继承。

据《宋史·选举四》：“岭表初平，上以其民久困苛政，思惠养之。令吏部铨自襄、荆以南

州县，选见任年未五十者，移为岭南诸州通判，得携族之官。”
 (11)[卷 158]

  

唐宋王朝的“南选”之法，弊端不少，王夫之说： 

“唐初桂、广等府，官之注拟，一听之都督，而朝廷不问，治之大累也。边徼之

稍习文法者，居其土，知其利，则贪为之，而不羡内迁；中州好名干进之士，恶其陋，



 

 

而患其绝望于清华，则鄙夷之而不屑为。仪凤元年，始遣五品以上同御史往边州注拟，

庶得之矣，犹未列于吏部之选也，后世统于吏部，以听廷除，尤为近理。然而县缺以

处劣选，且就地授人，而虽有廉声，不得与内擢之列，吏偷不警，夷怨不绥，民劳不

复，迨其叛乱，乃勤兵以斩刈之，亦惨矣哉！”
 (1)

  

王夫之的看法颇有道理。“南选”不仅易造成地方官吏的腐败和假公济私，也促使地方

官吏、镇将与地方豪强进一步结合，形成鱼肉乡民的地方势力。南部边疆地区外来（或在

当地选拔）的官吏，与地方豪强结合形成恶势力，是历代屡见不鲜的现象，这与封建王朝

实行“南选”一类的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另一方面，地方官吏与地方豪强的易于结合，又为在南部边疆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少数

民族，顺利融合外来的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清以前，西南边疆地区的白蛮及其核心大

姓发展很快，与大姓易结合地方官吏和镇将有关；其两者的顺利结合，实际上是汉族移民

落籍当地的一种方式。 

三 

隋唐时期，今云南和贵州地区的民族构成发生重要变化，基本倾向是白蛮大量吸收迁

入的汉族人口取得长足进步，成为在上述地区起主导作用的少数民族。唐宋时以云南洱海

区域为中心建立的南诏和大理国，其统治的 500 余年间是白蛮空前发展壮大的时期。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白蛮，在西南边疆的农业耕作区域有广泛分布。滇西有为数不少

的白蛮，如活动在洱海地区的西洱河蛮（河蛮），其首领多姓杨，与居今大理至楚雄之间松

外蛮中的杨、赵、李、董等望族亦属于白蛮。在《南诏德化碑》碑阴题名的南诏显宦中，

也有不少出身白蛮的官员和武将。滇西等地的白蛮和滇东的爨氏白蛮是同一个民族，在民

族自我意识和生活习惯方面并无明显差别。元初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有

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

今转为白人矣。”
 (12)

 李京所说之“白人”，即南北朝以来的白蛮，其分布范围包括唐宋时滇

东爨氏白蛮和滇西白蛮的居住区在内，其地望也与秦汉时期僰人的分布基本相同。唐朝统

治时期，白蛮与汉族融合的层面相当广泛，有唐一代，白蛮大量吸收迁入云南地区的汉族

人口得到迅速发展，白蛮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实力，较此前大为增强。 

天宝年间，唐朝三次进讨南诏遭到失败，有大量的唐朝军士丧失生命或被迫落籍云南。

天宝九年（750 年）秋，阁罗凤攻下姚州都督府所在地姚州城。次年，唐朝令剑南节度使鲜

于仲通和安南都护王知进领兵征讨南诏。鲜于仲通率 8 万唐军沿清溪关道攻南诏，王知进

则领军自安南经步头路入云南。鲜于仲通所部唐军全军陷没。另据《南诏德化碑》：玄宗又

命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等率兵再置姚州都督府，以将军贾瓘为都督。阁罗凤派兵会同吐蕃

神川驻军包围并攻破姚州城，贾瓘被俘唐军溃散。
(13)[P157]

十三年，唐朝又令侍御史李宓等率

兵７万，广州都督何履光领岭南兵马分两路进攻南诏。李宓孤军深入至太和城，因日久粮

尽瘟疫流行被迫撤军。南诏军跟踪追击，李宓投江而死，唐军“全军皆没”。唐朝３次出兵

均被打败，“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若加上运输辎重军粮的丁壮还不止此数。 

在战争中唐军将士或死于非命，也有不少人被俘虏成为南诏的奴隶或农奴，姚州判官

郭仲翔可为一例。
(14)[卷 166]

睿宗时，郭仲翔在对南诏作战中兵败被俘，南诏将之赐予蛮首为

奴，“其主爱之，饮食与其主等”。一年后郭仲翔逃跑被捕回，转卖于南洞，以后再逃未果

又被转卖，最后被亲友以绢赎回。因此看来，郭仲翔在被俘之初是充作农奴，后因反抗沦

为奴隶，被俘唐朝军士的遭遇应大致如此。 

唐代落籍云南外地人口的另一来源，是南诏通过掠夺战争来获取唐地的人口。天宝战

争以后，南诏联合吐蕃进攻嶲州（治今四川西昌），城破后南诏夺取大量的人口、牲畜和各



 

 

类物资，“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太和三年南诏大举进攻唐地，接

连占据嶲州、戎州和卭州。以后南诏又兵分三路，西路攻陷黎、雅州县，东路攻入梓州西

廓，中路由王嵯巅率领攻据成都西廓。南诏退兵时“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

咸通元年，南诏第一次攻下安南，次年攻下邕州。由于南诏军的大肆掳掠，邕州居民“十

不存一”。四年南诏再陷安南，“南诏两陷交趾，所杀虏且十五万人。”南诏王异牟寻死后，

南诏曾４次攻入四川，其中一次占据成都；两次攻陷安南、邕州，一次攻入黔中，南诏从

唐地掠夺的汉族人口应不少于 10 万人
(2)[P443]

。  

南诏进攻唐朝辖地，重点掠夺的人口是汉地的工匠，以此获取唐朝的生产技术并增加

壮劳力。南诏对熟悉封建文化和唐朝吏治的汉人亦以重用。据《旧唐书·南诏蛮传》：嶲州

西泸县令相州人郑回，为天宝中举明经致仕。南诏攻陷嶲州俘虏郑回，阁罗凤因其熟悉儒

学“甚爱重之”，以之为宫廷教师先后教凤迦异、异牟寻和寻梦凑。异牟寻嗣位后以郑回为

清平官，“事皆咨之，秉政用事。”郑回的后裔在南诏颇受优侍，南诏末年发动政变的权贵

郑买嗣是郑回的后人。另据宋代《云南买马记》：杨佐一行至大理国联系买马，受到统治者

的热情接待，后者遣“头囊儿”来客馆相伴。“所谓‘头囊儿’者，乃唐士大夫，不幸为蛮

贼驱过大渡河而南，今有子孙在，都王世禄，多聪悟挺秀，往往能通汉语。”  

南诏靠战争和掳掠从唐地获得大量人口，其做法与封建王朝移民入滇有很大区别，但

其影响却有相似之处，即进入南诏辖地的汉族人口带来内地经济和文化的因素，南诏政权

也增加了劳动人手，客观上促进南诏经济的发展。南诏是继汉晋之后，云南及其周围地区

大量吸收内地人口和经济文化因素的又一高潮时期。在南诏的统治下，数十万内地人口先

后落籍洱海、滇池等地。论迁入汉人数量之钜，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南诏远超汉、晋两代。

通过大量吸收汉族人口和学习内地文化，白蛮等本地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大为增强，这是南

诏政权能兴盛 200 余年的重要原因。 

通过大量吸收汉族人口和学习内地封建文化，白蛮等边疆民族的素质明显提高，对内

地文化的认同感也明显加强。在两宋与大理国关系淡漠的 200 余年间，在今云南和贵州地

区的腹地，居民仍奉行内地习尚，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元初大理等地“其宮室、楼观、

言语、书数，以至冠昏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

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  

汉晋时期，今云南及贵州地区的大姓及其汉族风尚多见于记载，反映出迁入上述地区

的汉族移民分布较为集中，而且这些汉族移民大都游离于边疆民族之外，在经济文化的面

貌和两者的水平等方面，大姓与少数民族仍有明显差距。南诏建立以后，白蛮和一部分先

进的乌蛮大量吸收汉族的人口和文化，在素质和力量方面空前增强。唐朝以后的一段时期，

今云南及贵州地区未再出现独立的汉族地方势力，表明经过南诏和大理国时期的民族大融

合，以白蛮和一部分乌蛮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得到很大发展，已具备很强的包容力和融

合力，汉族地方势力已不可能独立存在。 

自元明两代始，封建王朝治边方略的一个重要改变，是加强了对南部边疆地区的控制，

边疆与内地政治一体化的趋势更为明显。元明清时期，南部边疆地区的外来人口，数量较

前代大为增加，分布面也更为广阔，与边疆各民族的自然融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据《明

史·四川土司一》： 

“因改建昌路为建昌卫，置军民指挥使司。安氏世袭指挥使，不给印，置其居于

城东郭外里许。所属有四十八马站，大头土番、僰人子、白夷、麽些、作佫鹿、保罗、

鞑靼、回纥诸种散居山谷间。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讫盐井，延袤

千余里。以昌州、普济、威龙三州长官隶之，有把事四人，世辖其众，皆节制于四川

行都指挥使司。西南土官，安氏殆为称首。”
 (15)[卷 311]

  



 

 

上文所言之“鞑靼”、“回纥”，分别指元代进入西南边疆的蒙古族和色目人，他们与当地的

其他民族，在北至大渡河、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讫盐井延袤 1000 余里的地区相互杂

居趋于融合，至明代乃被视同土著；记载所反映的此类情形，在当时应较普遍。 

四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编撰《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同志，曾向郭沫若先生请教如何从整体

上评价我国古代的民族关系。郭老指出总体上是“北方防御，南方浸润”，并解释“浸润”主

要是文化浸润。
(16)[P446]

郭老的意见高度概括，是十分准确和深刻的。 

笔者认为，郭老所说的“北方防御”，主要是指古代游牧民族不断南下，给中原王朝造成

很大压力，双方的关系，基本上是前者南下侵扰和后者抵御及防御的关系，民族融合的特点，

是发展中充满矛盾，融合过程多表现为激烈的斗争与压迫。所谓“南方浸润”，则是指南方少

数民族很少越出居住地域进入中原，而与中原汉族之间，在文化方面有较多的相通之处，双

方的关系，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为中原汉文化所浸润，民族融合是一种渐进式发展、相嵌式

融合的过程。郭老的上述论断，为历史记载所证实。 

北方边疆地区多波及内地的战乱，而南方边疆地区的纷争影响内地的情况较少，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北部少数民族不断南下进入中原。一般而言，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

途径，主要是汉族人口不断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多数情况下是汉族人口另散和渐进式地进

入），被后者所融合，其改变是一个渐进式的缓慢过程，较少出现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矛盾冲

突。另一方面，由于南方边疆地区的经济形态，普遍是以初级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初级复合

型经济，畜牧、采集、渔猎等均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因此迁入的农业人口

较易适应，不同形态文化的冲突，较之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较为缓和。在这样的情

况下，南方边疆地区的民族融合，其过程相对平缓，且较少波及外界；同时，经过渐进式

民族融合的南方少数民族，缺乏东进中原的原动力，这也是数千年来南部边疆民族政权，

极少问鼎中原的重要原因。 

数千年来，我国植被类型变迁的趋势，总的来说是栽培植被不断扩展，天然植被则逐

渐缩减。具体而言，在北方地区，随着汉族与少数民族融合界限以及农业与畜牧业分界线

的北移，以生产粮食为中心的栽培植被逐渐向北面扩展。在南方边疆地区，则是由于气候

的逐渐变冷和人们开发活动的加剧，天然植被逐渐向南面缩减。由此导致了南北方边疆的

人口的流动和民族关系的改变。 

在北方草原地区，民族融合的途径大致有有二：其一是在农业与游牧混合地带遣兵民镇

守，使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接触融合的界面逐渐北移，其二是封建王朝把北方游牧民族人口

移入内地或塞内，其后果同样使民族融合的界面不断北移。 

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融合所具有的特点，其形成有诸多方面的原因。 

总体来看，在南方少数民族中，有一部分较早进入阶级社会，并形成巩固的地方势力，

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未遭受大的挫折或失败，一直是南方少数民族中的先导部分。这部分少

数民族，其上层易与封建王朝的镇将和官吏结合，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但是，这些地方

势力往往占据一方，从未统一过西南或南部边疆地区。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在南部边疆各地都有出现大姓势力的记载。在北方草原地区则少

见类似记录。在西北边疆地区，也很少出现地方官吏和镇将与当地民族豪强相结合的情况。

究其原因，首先是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聚散甚速，历代活跃的游牧民族更替频繁；其二，

西北草原地区在很长的时期内未形成较稳定的政治经济中心，而边疆地区形成稳定政治经

济中心的首要前提，是必须有一处或若干处经济文化稳定发展、被数代封建王朝选择为重



 

 

要统治机构治所的农业地区。没有稳定的政治经济中心，便不可能出现有厚重历史积淀和

长期稳定发展的少数民族。 

其三，西北游牧民族与封建王朝长期对峙，地方官吏、镇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长期

处于对立或戒备的状态，相互信任乃至结合是很少见的。其四，历代王朝大都有重北轻南

的治边传统，对镇守西北边疆地区的军队和将领控制很严，极少有授以灵活处置重要事务

之重权的情形，同时朝廷对镇将的调动较为频繁，也减少了镇将割据以及与地方势力结合

的可能性。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看，也使西北边疆地区地方的汉族官吏和镇将，较少有融

合入少数民族的情况。 

与西北游牧地区相反，在南部边疆地区，早在秦汉时期即出现了若干重要的民族政权，

如秦汉时滇池地区的滇国，秦汉时以今广州为中心、势力达到岭南乃至云南和贵州部分地

区的南越国。以后在唐代，又出现以云南为中心的南诏，宋代出现大理国。这些政权的政

治中心所在地，往往也是区域性的经济文化中心，以及区域性交通网络的中心。这些中心

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甚高，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大都未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这些

地区也成为当地较先进的少数民族，如云贵地区的白蛮、岭南地区的俚僚的主要聚集地，

同时也是吸收和融合外来人口重要的民族大熔炉。南部边疆地区的上述情况，与西北游牧

地区形成鲜明对照。 

南部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其中一些形成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这些经济文化中心

大都位于高山峻岭中的盆地。早在秦汉早期，南部边疆的盆地和山地经济发展的水平已有

甚大差距，在云贵等地，盆地所占面积虽然仅为总面积的 6%，但在数量有限的大中盆地人

口相对集中，在这里很早就发展了锄耕农业或犁耕农业；在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期以前，南

部边疆的山地仍然人烟稀少。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汉初的滇池地区，“方三百里，旁

平地，肥饶数千里，”，在滇西一带的山区和半山区，“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

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17)[卷 116]

《后汉书·西南夷传》

亦言：“（滇池地区）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

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而在今贵州西部多山地区，则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

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
 (28)[卷 86]

以上记载，在西南边疆地区有一定的代表性。 

明清以前，外来人口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融合，与元明清时期相比有很大差异。迁入西

南边疆地区的汉族人口，多以小聚居区的形式散居在边疆民族地区。汉晋时期，有较多的

移民进入西南边疆地区，所形成的小聚居区，主要在郡县治地以及农业发达的交通沿线。

南北朝至明代以前，云南地区的外来汉族人口，仍以小聚居区的形式散居在边疆地区，与

前代不同的是这些外来人口与本地民族的关系更为密切。经过两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

汉晋时期迁入西南边疆的汉族人口，逐渐融合入白蛮和壮族的先民之中。明代以后，云南、

贵州地区的外来汉族，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少数民族相杂居，基本的特点是汉族的分布面更

广，在一些地区则深入到边疆地区，汉族聚居区也逐渐扩大。 

明清以前，在西南边疆与内地相对隔绝的情况下，内地移民逐渐被人口众多的少数民

族所融合，即出现了内地移民“夷化”的过程。居住在云南农业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是

白蛮和乌蛮中的一部分，因吸收内地的人口和经济文化因素，群体素质和经济文化水平明

显提高，为唐宋时期建立强大的地方政权南诏和大理国，在人口素质和社会基础等方面准

备了必要条件。在贵州与岭南地区，经历了与云南类似的民族融合过程，所不同者，是吸

收外来汉族人口的主体民族，在贵州除白蛮和乌蛮中的一部分外，还有布依族等主要从事

农业生产的民族，在岭南则主要是壮族的先民俚僚。 

明清之际，由于迁入云南及周边地区的汉族人口空前增多，以及经过南诏及其后数百

年的发展，白蛮和一部分先进的乌蛮与汉族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异明显缩小，于是出现了



 

 

云南本地民族与外来民族融合趋势的重要改变，即从原先迁入云南及周边地区的汉族人口

逐渐融合于本地民族，改变为在以汉族移民为主体，融合白蛮、一部分乌蛮和其他相对先

进本地民族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汉族地方群体，并在当地发挥主导作用的趋势，这一过程

延续到近代。贵州、广西地区民族融合的情形，与云南地区大体一致。 

五 

在北方草原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途径，主要表现为北方游牧民族大批南下进入

汉族聚居地区，其来既速，其人亦众，不可避免地产生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激烈冲突。在

不少朝代，都有内迁北方少数民族起来大规模反抗封建统治的记载。例如：晋代北方少数民

族人口大量迁入中原，出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戎狄”因不堪压

迫起而反抗的情形。 

封建统治者注意到北方边疆民族的内迁是造成社会矛盾尖锐化的重要诱因，如晋朝就有

过徙戎出塞与否的争论。士大夫江统曾作《徙戎论》，但江统等人徙戎出塞的建议实行的可

能性很小，晋朝只有坐待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矛盾的大爆发，等待汉族社会与外来文化之间的

融合与消化。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一批内迁的游牧部落被中原农业文明融合了，而紧随这些游牧部

落迁入原草原居住地的其他游牧民族，受中原地区发达的农业文明所吸引，又有可能继续

南下，造成新的游牧民族人口迁徙浪潮，于是重演新一轮的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激烈斗

争。由此以往，表现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不断地发生战争和激烈冲突，中原

汉族社会不断地接纳及消化北方游牧民族人口的融合过程。由于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每

次都是从草原内部迁到前代游牧民族南下以后留下的空地，又从空地继续南下，因此他们

与中原地区汉族的接触，具有明显的突然性与间歇性，由此也加剧了民族融合过程中痛苦

的程度。 

北方民族政权通常由诸多中小部落发展而来。蒙古族及其他北方民族的族源并非单一，

其内部成分十分复杂。在不同的时期，居于北方民族政权主导地位的部分或经常发生变化。

匈奴、鲜卑和东胡等三大族系民族建立的政权，由于建立在分散、流动的游牧经济基础之

上，因此不可能出现较完整、巩固的上层建筑，更不可能出现类似中原王朝那样的中央集

权制。因此，这些游牧民族的政权比较脆弱和松懈。一旦首领死亡或不足以控制全局，政

权便易瓦解。上述情况的存在，使草原地区的文化积累相当困难，甚至出现后起的文明不

如前者的情形，如匈奴衰亡之后继起的鲜卑文明，其发达程度反而不如匈奴文明。 

总体来看，北方游牧民族强劲势力的集合与崛起颇为快捷，但其衰落甚至消失也同样

迅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北方草原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多次发生改变，即在不同

的时代，大体都有不同的游牧民族登台表演。由于游牧经济对农耕经济的依赖性，以及中

原地区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文明发展水平之间的明显落差，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及

其人口不断移居中原农业地区，便有其历史必然性。 

王夫之说：“夫夷狄聚则逆而散则顺，事理之必然者也”。
(1)[卷 26]

这样的情形尤其在西北

草原地区十分突出。此种历史现象的出现，与边疆少数民族是否容易形成政权和较大范围

内的政治势力有关。北方形成少数民族政权或较大范围内的政治势力较迅速，南方边疆地

区则形成不易。这也是西北少数民族南下经常成为中原王朝的边患，而南方边疆地区则较

少出现类似情况的一个原因。 

在西北草原地区，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历史文化积累，作为区域性政治、经济和文化

中心的城市出现很晚，导致走上历史舞台上民族或政治势力，如走马灯式的经常更换。在

历代史籍中，相关的记载不少。王夫之看出了这一历史规律，他说： 



 

 

“恵帝之七年，索头猗迤西略诸夷三十余国，拓拔氏入主中国之始基也。夷狄居

塞内，乘中国之虚，窃为主于中国，而边远之地虚，于是更有夷狄乘之，而为主于所

虚之地。夫夷狄所恃以胜中国者，朔漠荒远之乡，耐饥寒，勤畜牧，习射猎，以与禽

兽争生死，故粗犷悍厉足以夺中国膏粱豢养之气。而既入中国，沉迷于膏粱豢养以弃

其故，则乘虚以居其地者，又且粗犷悍厉而夺之。”
 (1)[卷 12]

   

“夷狄之势，一盛一衰，必然之数也。当其衰而幸之，忘其且盛而无以御之，故

祸发而不可止。夫既有其土，则必有其人以居之，居之者必自求君长以相保，相保有

余而必盛，未有数千里之土，旷之百年而无人保之者也。已盛者而己衰矣，其后之能

复盛者鲜矣。而地己旷，人必依之，有异族、有异类、而无异土。衰者已衰，不足虑

也，继之以人，依其土而有之，则族殊类异，而其逼处我边徼也同。突厥之盛，至颉

利而衰，既分为二，不能相比，于是乎突厥以亡，迄于五代而遂绝。夫其人衰矣亡矣，

其土则犹故也，天不能不为之生种姓，地不能不为之长水草，后起者不能戢止其戎心；

曾虑于此，而可以其一族之衰为中国幸邪？其族衰，其地无主，则必有他族乘虚而潜

滋暗长于灌莽之中。”
 (1)[卷 20]

  

在以上两段议论中，王夫之精辟地指出，在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占据的更替，是一个重

要的规律，其特点是先占据肥美草原地区游牧民族，在其南下逐鹿中原或衰落以后，必定

有新的游牧民族复据其空地，至于被替换的先前占据者，很少有能重振其势力者。他还列

举自唐朝贞观以来北方草原地区的多项事例证明这一点。 

自秦汉以来，在今云南和贵州地区，形成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少数民族白蛮，在岭南地

区，一直是以壮族先民为主体民族。在民族关系方面，南方有可能以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

为主融合外来的人口，并且逐渐发展壮大。与北方比较，南方主体民族地区的发展程度较

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并不大，并且较稳定的进步和发展。北方居

于主导地位的则民族不断更换，同时由于与中原汉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较大，因此更

易被中原文明所吸引，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下并迁徙的一个原因。 

几千年以来，中原地区始终是汉族人口的集中聚居地，也是东亚大陆农业经济的中心

地带和手工业与贸易的中心地区。在此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也随之成为科学技术、

文化艺术的中心，因此四周各族都以中原地区的文明作为仿效的典范。西北游牧民族在进

入中原以后，由于自我文化积累不足，其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因文化特色悬殊过大

常产生强烈反差，导致游牧民族普遍出现强烈的归属汉封建文明的意识，并把自己说成是

封建王朝的继承者，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一

般有持续的积累，并长期接触和吸收内地汉族文化，因此在出现文化碰撞的时候，西南少

数民族丧失自我文化的情况很少。王夫之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天气殊而生质异，地气殊

而习尚异。故滇、黔、西粤之民，自足以捍蛮、苗，而无踰岭以窥内地之患。非果蛮、苗

弱而北狄强也，土著者制其吭，则深入而畏边民之捣其虚也”。 
(1)[卷 2]

又言：“南蛮之悍，虽

不及控弦介马之猛，然其凶顽突发而不畏死，亦何惮而不为。乃间尝窃发，终不出于其域。
(1)[卷 3]

”王夫之所说西南少数民族不愿问鼎中原的原因似可商榷，但其所言西南少数民族与

内地的战争“终不出于其域”，则是明显的事实。 

 

总体来看，我国南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历史融合，都是汉族滚雪球似的发展愈来愈

大，同时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经历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过程。具体来说，南

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的途径和方式又有明显的差异，由此反映了我国民族关系历史发

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明清时期是我国南北方民族融合的分水岭。明清以前，在南部边疆地区，主要是少数

民族吸收迁入的汉族人口，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经历了汉族移民逐渐“夷化”的过程，

少数民族自身也得到充实和壮大。明清时期，因汉族人口大批进入西南边疆地区，以及白

蛮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明显缩小，于是民族融合的倾向发生逆转，白

蛮等少数民族有相当一部分被迁入的汉族移民融合，西南边疆地区于是形成地方性的汉族

群体，并在西南边疆地区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贵州、广西的情况与云南大致相同。 

在北方草原地区，明清以前总的趋势是是游牧民族不断南下，融合入中原地区的汉族；

由此导致农业文明与畜牧业文明的分界线逐渐北移。明清时期，大量内地汉族人口进入北

方草原地区，扩大了汉族经济文化在草原地区的影响，加速了汉族对北方游牧民族融合的

过程。或者说，在北方草原地区，明清以前和明清时期，边疆民族与汉族融合的基本倾向，

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居于南部的人口被汉族所融合，同时中原汉族与北方边疆民族分布的地

理界限，呈现逐渐北移的迹象，数千年间，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融合，大致经历了持

续“汉化”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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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ison of Fusion Ways and Patterns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ncient Nnationalities 

 

FANG Tie 

(Center for Studies of Chinese Southwest’s Borderland Ethnic Minorities of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1) 

 

Abstract: There is obvious difference for fusion ways and patterns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ancient nationalities. And it mainly displayed befor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outhern ethnic area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Han Nationality immigrants approximately and gradually extermination, and 

ethnic minorities themselves also obtained en richmen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 

immigration of large population of the Han, fusion tendency changed into continuous sinicizing for partial 

ethnic minorities, and immigrants fused local Han community. Around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northern ethnic area, the basic tendency of immigration is unceasingly fusion for nomads to southern 

Han Nationality. And fusion of north ethnic minorities and Han Nationality approximately experienced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sinicizing". All above difference are relevant with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national power, their own cultural differences, as well as politics of feudal 

dynasties. 

 

Key words: ancient nationalities,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fusion ways, fusion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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